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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推动未成年人保护 
 

 邓丽  
 

  儿童最大利益，或称“儿童最佳利益”（The Child’s Best Interests），最早出现于 1959 年《儿

童权利宣言》，此后被吸收为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的四项核心原则之一。迄今没有任何国际

文件对“儿童最大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但《儿童权利公约》第 3 条指出儿童最大

利益原则的核心要求是：“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

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界定是 18 岁以下的主体，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界定的

未成年人的范围是一致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可以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中心理念和评判标准。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秉持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宗旨，力图从家

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层面构建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并确立尊重未成年人尊严、适应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等原则，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未成年人的

最大利益。最近，屡屡上演的童年之殇深深地刺痛中国父母和社会公众，作为学者，应当反思和

研究，如何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深深楔入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以推动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意外事件、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构成伤害儿童三大肇因 
  《儿童权利公约》承认儿童基于其独立完整的主体地位享有固有尊严以及平等的权利，并有

权获得特别照料和协助，免受饥饿、匮乏、忽视和虐待。无论是事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实现儿

童最大利益的必要前提和首要内容即确保儿童的人身权。 
  儿童身心发育欠成熟的状态使得其生存权较之成年人面临更多的危机和风险。意外事件、民

事侵权和刑事犯罪是干扰甚至阻断儿童成长之路的主要肇因。大多数儿童受害事件都或多或少地

折射出人性的弱点，轻者疏忽大意，重者粗暴妄为，更有甚者阴暗恶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

童权益受侵的肇因不仅仅存在于某个个案、某个加害人，也存在于整个社会层面。 
  儿童权益保护不力还有一种易受忽视的表现形式，即儿童犯罪。表面上，在儿童犯罪案件中，

儿童处于加害人而非受害人的位置，但儿童的行为是可塑的，往往是教育和爱的缺失令其走上歧

途，这要归咎于家庭失职和社会疏忽。所以，无论是受害还是施害，最终都对儿童本身的权益造

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明确规定父母注意义务和法定职责 
  《儿童权利公约》非常重视家庭在实现儿童最大利益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应确保儿童在

幸福、亲爱和谅解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中长大以充分和谐地发展儿童的个性，并在第 18 条第 1
款明确指出：“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

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 
  然而在现实层面，我们屡屡为童年之殇中那些为人父母者的疏忽大意、冷漠麻木而叹息和痛

心。父母是孩子幼年时期最信赖、最依赖的主体，父母也应当是最有意愿、最有能力防范各种与

儿童有关的意外、侵权以及犯罪的主体，可是有时他们缺乏必要的谨慎、常识或者责任感，导致

悲剧发生。为了以最低成本和最优路径减少儿童权益受损事件，必须确立儿童独立的法律地位和

法律权益，强调父母的注意义务和法定职责，以此明示：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是其对另一独立主

体所负担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义务。一旦发生儿童受害事件，即令父母同为伤悲，亦不能

规避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之相应的是，应努力构建一个家庭宜居社会，将家庭发展理念

真正纳入社会发展规划，让为人父母者乐于并且能够做适格优秀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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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社会干预促进儿童权益保护 
  儿童不仅是个体基因的传承，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人类社会很早就开始运用社会干预手

段保障幼儿的生存权益。在古罗马，家父对幼儿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整个社会却能够凭借氏

族的威望和法学家的智慧使专横独断的家父权合乎基本的伦理道德，保证幼弱儿童得以存活。时

至今日，人类文明已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制度确立起社会一体化的理念，这背后是对社会

成员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 
  《儿童权利公约》对国家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有明确而具体的阐释和要求，比如第 3
条第 2 款规定：“缔约国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定监

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在此理念之下，很多国家从社会保障和社会干预的角度促进儿童权益保护：激励父母善尽职责，

通过现金补贴和福利补助鼓励父母花费更多的时间亲身照料幼儿；明确亲权禁区，禁止对孩子施

以暴力，禁止以任何方式将孩子置于可能危及其身心健康的情形之下，必要时剥夺父母的监护权

而代之以社会监护；扩大责任主体，设立儿童福利机构、家庭教育机构，为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

庭提供必要的帮助和辅导，赋权公共治安机构乃至公众以广泛的监督权和报告权，等等。 
  中国在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中还面临转型期的特殊问题。比如，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大规模

迁徙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流浪儿童，这些群体的权益极易被忽视或者被侵犯。近

年来，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家庭发展政策的认同度和家庭教育立法工作，旨在通过加强公共政策对

家庭经济的保障和救助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通过加强公共部门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帮助和督促来补救和应对迁徙对儿童监护及儿童教育造成的不利影响。 
  总之，在促进和实现儿童最大利益的制度建设中，既要抱持家庭本位的理念，强调和监督父

母责任，也要深化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但更应当铭记的是，儿童最大利

益的实现水准和实现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整个社会治理的进展和成就。儿童的最大利益，永远存在

于幸福的家庭和有责任感的社会。 


